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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超对接”模式下参与主体收益分配分析
———以“农户 ＋合作社 ＋超市”模式为例

史文倩，张红丽
（新疆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石河子８３２００３）

　　摘要：利用在山东烟台的调查数据，以苹果为分析对象，分析了“农超对接”模式中农户、合作社、超市之间的收益
分配情况。研究发现，在“农超对接”模式中，农户、合作社、超市进行了有效的合作，获得了超过单独经营的收益，３者
的收益比例分别为４２．１１％、１３．１１％、４４．７９％。在此基础上，运用带风险修正因子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对３者的收益分配
结构进行调整，使其更趋于科学合理，经过调整，以上３个参与主体的收益比例分别为３８．６０％、３０．１４％、３７．９４％。研
究表明，为促进“农超对接”模式更好地发展，应扶持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加强对农户的培养，完善超市农

产品经营模式，适当降低农产品准入门槛，并制定保护价格、建立返还机制，共建信息平台，以提高参与主体积极性及

“农超对接”模式运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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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应对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一系列问题，如农产品滞销、
农产品价格波动、农民增产不增收以及食品质量安全等，各地

积极探索新型农产品流通方式，创新流通体系。一般而言，在

传统农产品流通方式下，从生产者到销售者需要经过多级批

发、多级零售等４～５个流通环节，流通链条的延长和流通环
节的增多，不仅导致了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而且农产品在层

层运输环节损耗较重，农产品质量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２００８年商务部和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新型农产品流通
模式———“农超对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超对接”

作为中国农产品供应链的一次优化和创新，不仅有效减少了农

产品的交易频数，降低了流通成本，同时缓解了农户种植的盲

目性，抑制了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１］。此外，日益完善的农

产品质量监控体系，增强了农产品质量的可控性和可追溯性，

从而有效改善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提高农产品溢价［２］。

然而，在“农产对接”进程中依旧存在着小农户与超市对

接困难、参与主体成本收益不对称、农产品质量监管困难等诸

多问题。基于参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农超对接”能够顺利运行的关键在于合理有效的收益分配

和监督机制。如果农产品供应链参与主体之间不能相互激

励、相互约束，利益分配不均衡，则供应链条极易脱节。因此

在“农超对接”模式下分析参与主体的收益分配情况，构建更

加合理和均衡的收益分配机制，对促进“农超对接”模式发

展、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及实现农业产业化发

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１　数据的获取及“农超对接”参与主体收益分析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对山东省烟台的实地调查，为了确

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整个调查过程分为２步：第１
步，２０１５年 １月 ２—１０日对烟台栖霞市和招远市进行预调
查，随机选取了３０户种植户进行调查，与此同时走访了烟台
格瑞特果品专业合作社、烟台益农果蔬专业合作社和家乐福

超市、沃尔玛超市等一些合作社及超市的负责人，进而对调查

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第２步，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５日至５月１０
日期间进行正式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首先选取参与“农超对接”的超市进行调研，然后选择每一个

地区与超市有合作关系的合作社，对多个合作社的相关经济

主体进行调查询问，调查对象包括合作社负责人、合作社采购

运输人员及参与该合作社的苹果种植户，对３类主体采用问
卷调查和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确保样本数据的代

表性与可靠性，其中调查样本共６２８个，去除关键性问题缺失
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５９８份，有效率９５．２２％（表１）。

表１　样本特征

地区 苹果种植户 合作社 超市

栖霞市 １３９ ４ ５
招远市 １２５ ３ ６
海阳市 １２４ ５ ４
蓬莱市 １７４ ５ ４

　　本研究选取苹果为分析对象，苹果作为烟台的主要水果
之一，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并且得到全国各地消费

者的认可，比较有代表性。

１．２　“农超对接”参与主体成本收益分析
在“农超对接”过程中，农户、合作社、超市３方之间会发

生各种费用，最后的费用很难精确计算，因此本研究根据已有

文献成果选取对参与主体有主要影响的费用对其收益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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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此外，为了便于计算，将参与主体的成本、收益都折算成

每年或１ｈｍ２的数据。
在苹果生产流通过程中，农户主要承担与种植环节有关

得相关费用，主要为果苗成本（ＳＭ）、肥料成本（ＳＦ）、农药成
本（ＳＮ）、灌溉成本（ＳＧ）、套袋成本（ＳＴ）、雇工成本（Ｓｇ）、地
租成本（ＳＤ）及其他（ＳＴ）。因为苹果种植时只在首年种植时
产生果苗购买成本，果户主要在自家土地上种植苹果，所以本

研究不考虑果苗成本和地租成本；合作社主要承担采购成本

（ＦＣ）、运输成本（ＦＹ）、初级加工成本（ＦＪ），在运输过程中的
损耗（ＦＳ）及其他（ＦＴ）；超市的成本主要包括采购成本（ＣＧ）、
储藏成本（ＣＣ）、加工包装成本（ＣＢ）、人工成本（ＣＲ）、税费
（ＣＳ）、储藏中产生的损耗（ＣＨ）及其他（ＣＴ）［３－４］。

根据获取的调查样本，对农户、合作社、超市“农超对接”

三大经济主体成本收益指标进行初步统计（表２）。
表２　农户、合作社、超市成本、收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变量名称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ＳＦ ３７７１０ １８０００ ２８０５０ ＦＳ １１０１０ ５８８０ ７８４５
ＳＮ ９５１０ ３４５０ ５５８０ ＦＴ ６３４６ ３０１５ ３４５０
ＳＧ ７２９０ ２７３０ ３９００ ＦＰ １１．８ ７．６ ９．４
ＳＴ １９５１５ ９０００ １４７９０ ＣＧ ５６１０９０ １８２９７０ ３１６０２０
Ｓｇ ７３８００ ３２４００ ４６８００ ＣＣ １０１７０ ７３５０ ８０１０
ＳＴ ７３３５ ２８９５ ３１９５ ＣＢ ９８２５ ５５６５ ６３６０
ＳＱ ４７５５０ ２４０７５ ３４３５０ ＣＲ １９８１５ １３４１０ １５７９５
ＳＰ １０．４ ４．２ ７．６ ＣＳ ７２９３０ ２４３７７５ ４１０８５
ＦＣ ４９４５２０ １０１１１５ ２４０４５０ ＣＨ ６４８０ ２９５５ ４５００
ＦＹ １８１６５ １０３５０ １２０００ ＣＴ ３４６５ ２２９５ ２７３０
ＦＪ １２３４５ ８８５０ ９７５０ ＣＰ ２２ １２．６ １６．４

　　注：ＳＱ代表农户的苹果产量，ＳＰ、ＦＰ与ＣＰ分别代表农户、合作社与超市的销售价格。表中所有项目的单位除特殊标注外，产量单位为

ｋｇ／ｈｍ２，销售价格为元／ｋｇ，其他成本费用为元／ｈｍ２。

　　为了便于计算和分析，在核算农户、合作社、超市的成本
收益时选取调查样本各项的均值，三大参与主体利润主要按

照销售价格乘以销售数量减去成本费用的方式计算，在这里

定义三大主体的销售数量为农户的苹果产量。根据表２统计
数据，得到“农超对接”模式中农户、合作社、超市３方的收益
分配（表３）。从以上分析结果看，在实施“农超对接”的过程
中，超市获利占比最多，约占４４．７９％，紧随其后的是农户，约
占４２．１１％，合作社获利最少，约占１３．１０％。农户在“农超对
接”中获利较高，究其可能原因：一是测算农户成本收益时未

计算地租成本；二是“农超对接”模式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帮

助入社的农户采购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协助销售农产品，对农

产品进行加工、运输、贮藏，为农户节省了种植成本。农民专

业合作社获利最少，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

社大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小，经营制度不完善，与超市对接

的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获利能力低［５］。

表３　农户、合作社、超市３方的收益分配情况

利益方 成本（元／ｈｍ２） 收益（元／ｈｍ２） 收益分配比（％）
农户 １０２３００ １５８７６０ ４２．１１
合作社 ２７３４９５ ４９３９５ １３．１０
超市 ３９４５００ １６８８４０ ４４．７９
总体 ２０５７２５ ３７６９９５ １００

　　根据以上测算及实地调查，可以发现“农超对接”给各参
与主体带来经济收益，这有助于“农超对接”模式的顺利开展。

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农超对接”模式的利益分配还有值得改

进的地方。接下来，利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对“农超对接”模式的利
益分配进行测算和研究，以探索更为均衡的收益分配比例。

３　基于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的“农超对接”参与主体收益分配比例
的测算

３．１　“农超对接”模式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收益分配模型
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合作伙伴在供应链中的经济效益分配

时，一般选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是夏普利（Ｓｈａｐｌｅｙ）
于１９５３年提出的，是基于合作博弈的联盟用于解决多人合作
问题的一种数学方法。它在合作博弈中的地位堪比 Ｎａｓｈ均
衡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地位。当一些经济主体从事某种活动

时，他们之中若干人的每一种合作方式都会获得比不构成这

种合作更多的收益，即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具有非对抗性，合

作者的增加不会减少总体收益，这样全体经济主体的合作将

带来最大的收益，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就是按照参与成员对供应链的
重要程度来解决上述多人合作博弈下的收益分配问题［６］。

“农超对接”模式下参与主体的收益分配问题可以看作

是多人合作对策的收益分配问题，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超

市的合作可以产生经济收益，同时合作使收益达到最大化。

定义“农超对接”模式下参与主体的集合为Ｉ＝｛１，２，…，
ｎ｝，对于Ｉ中的任一子集 ｓ（表示 ｎ个参与主体的任一组合）
都对应着一个实值函数ｖ（ｓ），满足

ｖ（φ）＝０，
ｖ（ｓ１∪ｓ２）≥ｖ（ｓ１）＋ｖ（ｓ２），
ｓ１∩ｓ２＝φ（ｓ１Ｉ，ｓ２Ｉ）。

　　称［Ｉ，ｖ］为“农超对接”模式中参与主体的合作对策，ｖ称
为对策的特殊函数，并且用Ｘｉ表示集合Ｉ中参与主体ｉ从“农
超对接”合作的最大收益ｖ（ｉ）中应得到的收益。在合作 Ｉ的
基础上，合作对策的分配用 Ｘ＝（Ｘ１，Ｘ２，…，Ｘｎ）表示，显然，
该分配方式的顺利实施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
ｎ

ｉ＝ｔ
Ｘｉ＝ｖ（Ｉ），

Ｘｉ≥ｖ（ｉ）。
　　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中，“农超对接”各参与主体所得利益分
配称为Ｓｈａｐｌｅｙ值，记作：

（ｖ）＝［φ１（ｖ），φ２（ｖ），…，φｎ（ｖ）］。
　　其中φｎ（ｖ）表示“农超对接”合作集合Ｉ下第ｉ个参与主
体所得分配，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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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ｎ＝∑ｓ∈ｓ（ｉ）ｗ（｜ｓ｜）［ｖ（ｓ）－ｖ（ｓ｜ｉ）］，

ｗ（｜ｓ｜）＝（ｎ－｜ｓ｜）！（｜ｓ｜）－１）！ｎ！ 。

　　ｓ（ｉ）是集合Ｉ中包含参与成员ｉ的所有子集，｜ｓ｜是子集ｓ
中的元素个数，ｎ是集合 Ｉ中的元素个数，ｗ（｜ｓ｜）是加权因
子，ｖ（ｓ）是子集ｓ的收益，ｖ（ｓ｜ｉ）是子集ｓ除去合作伙伴ｉ之后
可获得的收益。

由此可知，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考虑了各参与主体对联盟合作整
体所作的贡献，即成员贡献越大，其获得的收益越多，反之越

少，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

３．２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计算及结果分析
３．２．１　前提数据　农户未加入“农超对接”模式单独经营
时，将苹果销售给批发市场中间经纪人，销售价格为

６．４元／ｋｇ。同时农户独自经营，相比于参加农民专业合作
社，成本增加５８５０元／ｈｍ２，收益为１１１６９０元／ｈｍ２；农民专
业合作社单独经营时，主要是通过承包土地建设基地进行生

产，收益为 ７８１９５元／ｈｍ２；超市单独经营时，收购价为
９元／ｋｇ，其总成本为３９７８３０元／ｈｍ２，售价为１５元／ｋｇ，收益
为１１７４２０元／ｈｍ２。

农户与合作社合作时，苹果主要销售给中间经纪人，售价

为８．６元／ｋｇ，总成本为农户的生产成本（９４２００元／ｈｍ２）加
上合 作 社 运 输 成 本、初 级 加 工 成 本、损 耗 等 共 计

１３３８４５元／ｈｍ２，总收入为２９５４１０元／ｈｍ２，合作收益为总收
入减去总成本，为１６１５６５元／ｈｍ２；农户与超市合作时，售价
１３元／ｋｇ，成本为农户生产成本（９４２００元／ｈｍ２）加上超市储
藏 成 本、包 装 成 本、人 工 费、税 费 及 损 耗 等 共 计

１８０７８０元／ｈｍ２，总收入为４４６５５０元／ｈｍ２，合作收益等于总
收入减去总成本，得２３１４２０元／ｈｍ２；合作社与超市合作时，
售价为 １４．４元／ｋｇ，总成本等于合作社的生产成本
（２６５３０５元／ｈｍ２）加上超市储藏成本、包装成本、人工费、税
费及损耗等共计 ３４３７８５元／ｈｍ２。总收益等于总收入
（４９４６４０元／ｈｍ２）减 去总成本 （３４３７８５元／ｈｍ２）等于
１５０８５５元／ｈｍ２。　

当农户、合作社和超市合作时，总收益（即“农超对接”总

收益）为农户收益 （１５８７６０元／ｈｍ２）加合作社收益
（４９３９５元／ｈｍ２）＋超市收益 （１６８８４０元／ｈｍ２），共计
３７６９９５元／ｈｍ２。　
３．２．１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测算　将上面的调研数据带入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
公式（表４至表６）。

表４　“农超对接”模式下农户的利益分配 元　

Ｓｈａｐｌｅｙ计算步骤 农户
农户＋
合作社

农户＋
超市

农户＋合作
社＋超市

ｖ（ｓ） １１１６９０ １６１５６５ ２３１４２０ ３７６９９５
ｖ（ｓ｜ｉ） ０ ７８１９５ １１７４２０ １５０８５５

ｖ（ｓ）－ｖ（ｓ｜ｉ） １１１６９０ ８３３７０ １１４０００ ２２６１４０
｜ｓ｜ １ ２ ２ ３

ｗ（｜ｓ｜） １／３ １／６ １／６ １／３
ｗ（｜ｓ｜）［ｖ（ｓ）－ｖ（ｓ｜ｉ）］３７２３０ １３８９４．５ １９０００．５ ７５３７９．５

　　根据表４至表６数据，计算可得：
农户利益：φ农户（ｖ）＝３７２３０＋１３８９４．５＋１９０００．５＋

７５３７９．５＝１４５５０４．５；

表５　“农超对接”模式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分配 元　

Ｓｈａｐｌｅｙ计算步骤 合作社
合作社＋
农户

合作社＋
超市

农户＋合作
社＋超市

ｖ（ｓ） ８２８４５ １６１５６５ １５０８７０ ３７６９９５
ｖ（ｓ｜ｉ） ０ １１１６９０ １１７４２０ ２３１４２０

ｖ（ｓ）－ｖ（ｓ｜ｉ） ８２８４５ ４９８７５ ３３４３５ １４５５７５
｜ｓ｜ １ ２ ２ ３

ｗ（｜ｓ｜） １／３ １／６ １／６ １／３
ｗ（｜ｓ｜）［ｖ（ｓ）－ｖ（ｓ｜ｉ）］２６０６５．５ ８３１３ ５５７２．５ ４８５２５

表６　“农超对接”模式下超市的利益分配 元　

Ｓｈａｐｌｅｙ计算步骤 超市 超市＋农户 超市＋
合作社

农户＋合作
社＋超市

ｖ（ｓ） １１７４２０ ２３１４２０ １５０８７０ ３７６９９５
ｖ（ｓ｜ｉ） ０ １１１６９０ ７８１９５ １６１５６５

ｖ（ｓ）－ｖ（ｓ｜ｉ） １１７４２０ １１９７３０ ７２６６０ ２１５４３０
｜ｓ｜ １ ２ ２ ３

ｗ（｜ｓ｜） １／３ １／６ １／６ １／３
３９１３９．５ １９９５４．５ １２１０９．５ ７１８０９．５

　　合作社收益：φ合作社（ｖ）＝２６０６５．５＋８３１３＋５５７２．５＋
４８５２５＝８８４７６；
　　超市收益：φ超市（ｖ）＝３９１３９．５＋１９９５４．５＋１２１０９．５＋
７１８０９．５＝１４３０１３。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任何２个主体的合作收益之
和均大于单个主体单独经营的收益，３个主体合作的整体收
益大于两两合作的收益，这有利于促进各个主体参与“农超

对接”模式的积极性，保证这一供应链模式的顺利运行。从

以上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的计算结果看，农户和超市的收益均有所下
降，分别由１５８７６０、１６８８４０元降至１４５５０４．５、１４３０１３元，但
合作社的收益由４９３９５元提高至８８４７６元，说明合作社作为
连接农户和超市的桥梁，在整个供应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它得到较多的收益分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３．３　带风险修正因子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的“农超对接”收益
分配

上面从农超对接参与主体对整个供应链的重要程度出

发，利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提出“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即主要根
据各参与成员的贡献程度进行利益分配，但是忽略了各参与

成员面临的不同风险，因此接下来将参与主体面临的风险考

虑进来，利用带风险修正因子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进一步测算各
成员的收益，使分配结果更为合理。

在农超对接模式中，各参与主体面临多种风险，本研究选

取对利益分配影响较大的３类风险，即市场风险、环境风险和
合作风险。市场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市场需求、供给等变动而

影响各参与主体利益分配的因素，主要包括价格变动风险、市

场预测偏差性风险及市场竞争风险３个方面［７］；环境风险主

要指由于内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农超对接模式顺利开展的因

素，主要包括突发事件、农业经济政策改变、自然灾害、产品质

量风险４个因素；合作风险主要是参与主体合作过程中面临
的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组织协调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投

机行为风险及道德风险４个方面［８］。由于实际调研中很难获

取风险数据，所以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

对各风险系数进行计算，从而使计算结果更合理、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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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烟台市农业局、烟台益农果蔬专业合作社和石

河子大学邀请了３位对农超对接颇有研究的专家组成风险评
价小组，对３种风险中的每个因子进行打分，根据专家打分构
建各因素的模糊关系矩阵，然后进行模糊综合评判，最后将评

判结果做归一化处理，进而得到每个参与成员的风险系数，引

入风险系数，才能使农超对接的利益分配格局更加合理。根

据冯蔚东等［９］提出的总分线系数计算方法可得参与主体ｉ的
风险系数，即ｒｉ＝１－（１－ＲＭ）（１－ＲＥ）（１－ＲＣ），其中，ＲＭ表
示市场风险，ＲＥ表示环境风险，ＲＣ表示合作风险。整理测算
结果，可以得出农超对接中农户、合作社、超市三大主体的风

险系数分别为［０．６３，０．８５，０．６］，归一化处理后为［０．３０，
０４１，０．２９］，再利用陈红华等提出的方法［６］，将参与主体ｉ的
风险系数按如下公式进行修正：

１＋Δｒｉ＝１＋ ｒｉ－
１( )ｎ 。

式中，Δｒｉ为修正后的风险系数，ｒｉ为为修正前合作成员ｉ的风险

系数，经过以上计算，农户、合作社和超市三者的收益分别为：

　　农户收益：φ农户（ｖ）＝φ农户（ｖ）（１＋Δｒｉ）＝φ农户（ｖ）（１＋

ｒ农户 －
１
ｎ）＝９３７７．０；

合作社收益：φ合作社 （ｖ）＝φ合作社 （ｖ）（１＋Δｒｉ）＝

φ合作社（ｖ）（１＋ｒ合作社 －
１
ｎ）＝６３５０．５；

超市收益：φ超市（ｖ）＝φ超市（ｖ）（１＋Δｒｉ）＝φ超市（ｖ）（１＋

ｒ超市 －
１
ｎ）＝９１２１．１。

综合以上所有的分析数据，不同分配方式下各成员的分

配额和收益分配情况见表７。
　　由表７可以看出，在现有的分配方式中，合作社的分配比例
最低为 １３．１０％，农户和超市的分配比例比较相似，分别为
４２１１％、４４．７９％，显然这种分配方式致使合作社收益过低，影响
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积极性，阻碍农超对接的顺利开展。

表７　不同分配方式下各成员的分配额和收益分配情况

分配方法
农户 合作社 超市

分配额（元） 分配比例（％） 分配额（元） 分配比例（％） 分配额（元） 分配比例（％）
现有分配方法 ２６４６００ ４２．１１ ４９３９５ １３．１０ １６８８４０ ４４．７９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 １４５５０４．５ ３８．６０ ８８４７６ ２３．４７ １４３０１３ ３７．９４
带风险修正因子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 １４１０７３．５ ３５．２６ ９５１３９ ３０．１４ １３６５９７．５ ３４．６０

　　通过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对总收益作出分配后，农户和超市的
收益分配比例均有所下降，分别为３８．６０％、３７．９４％，而合作
社的收益比例上升了１０个百分点。引入风险系数对原有分
配进行修正后，农户和超市的分配比例均有所下降，而合作社

的分配比例上升为３０．１４％，这表明合作社在“农超对接”供
应链中承担着较大的风险。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规

模较小，议价能力弱，且缺乏正规的农业风险规避机制，很难

获得外界的风险补偿［１０］。

４　结论和建议

４．１　结论
本研究根据详细的入户调查数据，借鉴前人的理论研究

成果，对“农超对接”模式中参与主体的成本收益进行了分

析，并利用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从参与主体对供应链的贡献程度和
面临的风险系数的角度对现有收益分配情况进行调整，得到

相对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比例。得到以下３点结论：
第一，“农超对接”模式中各参与主体所得分配额超过其

投入成本，即“农超对接”给各参与主体带来切实的经济利

益，这保证了“农超对接”的顺利开展。但合作社的分配比例

低于农户和超市，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处

于发展阶段，众多合作社规模小，制度不健全，其管理的有效

性和运行的专业性存在很大不足，在“农超对接”模式中没有

发挥很好的联接农户和超市的作用。

第二，利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对现有收益分配比例进行修正后，
农户和超市的收益分配比例减少，合作社的收益分配比例上

升，体现了合作社在整个“农超对接”供应链中作为中间环节，

一头联接农户，一头联接超市，对整个供应链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现有的收益分配格局中超市的收益分配比例最高，

体现出超市在规模、市场影响力及经济实力方面都优于合作

社和农户，在“农超对接”供应链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较强

的获利能力。

４．２　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４点政策建议：
第一，扶持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合作社规

模。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良莠不齐［１１］，政府应加强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养和监管，对管理人员进行领导、管

理、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并定期检查合作社的运营情况。

第二，加强对农户的培养，尤其加强规范管理、良种培育、

科学种植等方面的培训。参考市场行情和农产品生产成本，

制定最低保护价格，以维护农户利益，提高农户参与“农超对

接”的积极性。

第三，超市利用自身优势，不断完善农产品经营模式，在

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扩大货源，适当降低农产品进

入门槛，积极引导消费者对“农户直供”产品的消费。建立利

益返还机制，实现超市对农户的二次收益分配，突破超市与农

户之间简单的买卖关系，既保证农户的利益，也能使超市获得

更加稳定优质的农产品供应。

第四，共建信息化平台，提高农超对接效率。超市与合作

社共建农产品信息流通平台，可有效控制农产品的来源和去

向，有助于建设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有效规避信息不对称对收

益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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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影响农民增收的内在机理分析
———基于中国１９８２—２０１２年的经验数据

唐德祥，周雪晴
（重庆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５４）

　　摘要：运用时间序列方法，选取１９８２—２０１２年的实际运行数据，考察了我国农业保险与农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内在
关系。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与农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农业保险赔付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单向格

兰杰影响；在１～２０年滞后期内，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水平的短期冲击为正向效应。在实证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
国农业保险影响农民增收的内在机制，并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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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保险是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的一项重要制度，对解
决“三农”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２０１３年实施的《农业保险条
例》为农业保险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

据。２０１４年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
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三农”保险，创新支农惠农方式，

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拓展“三农”保险的广度、深度。目前，我

国农业保险市场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农业保险开办区域已

经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参保农户突破２亿户次，农业保险在规
避农业风险、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

深入研究农业保险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Ｗｒｉｇｈｔ等率先发现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私人承担
的农业保险多重险均以失败告终，最后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

接经营［１］。研究表明，农村保险市场存在逆向选择［２－３］。Ｊｕｓｔ
等研究指出，农民参加联邦农业保险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获

得政府补贴［４］。有学者认为，购买农业保险会降低农作物投

入，应集中于农户监督以减少道德风险［５－７］。Ｓｅｒｒａ等研究发
现，随着农户财富的积累，其购买保险的动机降低［８］。Ａｈｓａｎ
等研究认为，农业补贴的增加对农业保险有正影响，农业保险

具有增加产量的可能［９］。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农业保险进

行了相关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在借鉴国外研

究范式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加以定性研究，如冯文丽、黄

亚林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失灵原因进行了探讨［１０－１１］，费友海、

孙香玉等对农业保险进行了福利经济学分析［１２－１３］，朱俊生

等，庹国柱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１４－１５］；

二是运用相关理论结合我国实际运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如

宁满秀等、侯玲玲等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析［１６－１７］，熊军红等、梁平等研究了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水平

的影响［１８－１９］。

现有研究成果为农业保险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作用，但也存在着一定缺憾：其一，现有研究往往单独考虑农

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而忽视其他因素，可能导致实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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